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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中国研究生教育起源于20世纪初,中西教育价值理念的碰撞与交流引发了国人对研究生教育的制

度化借鉴,制度设计开启了研究生教育中国化的实践探索。百余年来在“价值-制度-实践”的互动进程中,

研究生教育先后经历了起源创制、震荡转型、策略调整和战略发展四大阶段,德知共同体成为研究生教育的

文化本色。得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与清末民初留学风气之力助,开放与创新铺就了研究生教育起源创制时期

的文化底色;受抗战烽火与退守乡土之历练,砥砺与结晶铸就研究生教育震荡转型时期的文化原色;应新中

国国内外政治经济之大局,调合与坚守成为研究生教育策略转折时期的文化气色;合改革开放与百年大计之

国策,根深与叶茂彰显出研究生教育战略发展时期的文化成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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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对国家和人类发展具有

重大意义,“教育兴则国家兴,教育强则国家强”[1],
“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,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”[2]。
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教育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制

度保障,而高等教育是人类发明新知、传播知识和传

承文化的殿堂。研究生教育则是高等教育体系中承

担新知识生产功能的核心力量,除了知识传播与传

承外,还持续而有生机地进行着系统性知识生产和

学术创新,是沟通教育与科学研究两者的桥梁。百

余年来在“价值-制度-实践”的互动进程中,中国

研究生教育制度传承嬗变,产生了底色、原色、气色

和成色四种渐次演进又有机融合的阶段性文化形

态。在这四种文化渊源的起承转合中,德知共同体

成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文化本色。

一、德知共同体:百年中国研究生

教育的文化本色

受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和早期归国留学生的影

响,中国于20世纪伊始清末时期便尝试建立本土的

研究生教育制度,至今已110余年;真正开展本土化

的教育实践则始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亦有百年

历史。彼时国内对世界高等教育知识的介绍主要围

绕美、德、日、英、法五国展开[3],其中研究生教育的

拟制创立主要受德国与美国的影响较多[4]。
从古希腊的“爱智慧”到中世纪大学,从德国的

“洪堡精神”到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度,知识一直是高

等教育的核心,而学术则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。现

代研究生教育起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,标志性事件

是威廉·冯·洪堡建立柏林大学,将研究和教学结

合起来,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原则。德国创

设研究型大学,“强调探究居于首位的大原则提供了

一把保护伞,德国大学在它下面越来越成为首要的教

育中心”,并且大学发展过程中“一个不同的动力释放

出来了”[5]。创制之初并没有明确区分科研活动和研

究生教育,德国研究生教育可以被归纳为“大学初级

学位以上,并以从事科研活动为特定的教育”[6]22。对

原创知识的追求和学术自由的尊重是德国研究生教



育发生的动力机制,也是其发展的内在脉络。至20
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德国创立的研究生教育范

式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,是各国学习的典范,如
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于1876年设立第一所研究

生院便是参考借鉴了德国研究生教育组织制度。傅

斯年讨论20世纪30年代初期政府拟设立研究院的

因由和背景时曾指出“大学之有研究组织是欧洲大陆

上创始的风气”[7],此处欧洲大陆主要指德国。
晚清政府仿照西方体制设立新式学校系统制定

新学制,先后于1902年、1904年初颁布《壬寅学制》
《癸卯学制》,学制中关于大学院、通儒院的设计是中

国研究生教育的最初雏形。《壬寅学制》中原则性提

出大学院为研究生教育的专门建制,专意探究“学问

极则”;[8]753-769《癸卯学制》中通儒院章程中明确“通
儒院学院之研究学期,以五年为限,以能发明新理、
著成有书,能制造新器、足资利用为毕业”。[8]819-821

制度设计有三点可资阐发之处:其一,强调了学问之

极、学识之新,吸收了西方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特征;
其二,阐述了新理、新器为核心的分学科、分类别的

毕业标准,与当前研究生教育学术型、专业型的分类

培养思路有类似之处;其三,“能制造新器、足资利

用”是教育救国思想的体现,说明中国研究生教育从

设计伊始便兼具知识理想主义与社会实用主义的双

重色彩。稍后于1905年设立的学部,下设专门庶务

科,虽职在“掌保护奖励各种学术技艺,考察各种专

门学会,考察耆德宿学研精专门者应否赐予学位”,
但实际执行的则几限于奖励资助科技、医药类发明

创造与研究[9]。可见当时的制度设计与科技、教育

实践重心在技术、实业层面,并倡导授予学位的研精

专门者应“耆德”与“宿学”并重。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

任务,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才[10]。培养研究生需

要坚持学德与学术兼修,既要以研为本,在研言研,
更要以德为先,德才兼修,师生之间共同营建学术共

生体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渴求和对探寻知识真谛的

追慕,是国人从“德”与“知”两端对研究生教育抱以

的原初宏愿。其后无论战火烽烟的“西南联大”时期

还是百业待兴的新中国甫立之时,无论不拘一格降

人才的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制度保障育英才的新时

代,德知共同体逐渐被视为研究生教育中师生交往

伦理、情感共鸣和职业规范的基本价值原则,也成

为百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文化本色。德知共同

体,由以师生为核心的学术共生体组成,不但有学

术共同体对知识与学术的坚守和追求,更有主体

间交往时对学术道德和教育生态的自主遵从和自

觉维护,共同营造和谐共处的研究生教育的基础

性组织与制度文化环境。在我国现代研究生教育

发展的百年历程中,由德知共同体构成的师生制

与师门制,既借鉴了欧洲、美国、日本与苏联等先

进的制度模式,又融入了尊师重教的古代教育传

统,还吸收了古代“天地君亲师”这一经典教育思

想与制度安排的部分精华,[11]与德国的师徒制、美
国的导师制一起共同组成了全球研究生教育中三

类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(表1)。
表1 三种典型的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模式与培养文化

培养模式 典型国家 主要特征 产生时间 制度与文化渊源

师徒制 德国
一对一;科 研 助 手;结 构

松散。
19世纪中期

制度创新:科学进步,全球科技中心产生

的科研聚集效应与氛围

导师制 美国
多对多;准-合 作 伙 伴;

结构紧凑。
20世纪初前后

制度学习:德国

制度创新:追求卓越与质量保障

师门制 中国
一对多;学 术 与 素 养;半
开放结构。

20世纪30年代(成熟于

20世纪80-90年代)

制度学习:德、美、苏
制度创新:导师作用最大化

制度传承:师道+问学

  从1917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招收寥寥数名研

究生到2017年 全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量 突 破80万、

2019年博士生招生量突破10万,在读研究生规模

与美国大体持平,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获得了巨

大发展,已成为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研究生教育

大国。在发展进程中,德知共同体逐渐成为新时

代研究生教育学术共生体的一体两翼,导师以身

作则,指导研究生学德与学术兼修,这也是教育

“立德树人”基本原则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实践

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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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放与求真:研究生教育起源

创制时期的文化底色

1912年至1935年是研究生教育起源创制时

期。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并未同

步推进,而是拟制先行,教育实践在后。教育部门在

教育体制拟制过程中既对西方制度和经验保有较高

的开放性与接纳度,又对学术研究与知识发明创新

有强烈的渴求。背后则是对国富民强的渴求,对知

识和真理的追求,独立自强之志与好学好奇之心是

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文化动机。对成熟制度的开放借

鉴与对学位质量创新性金标准的共识共同铺就了这

一时期的文化底色。
1912年10月,其时的“教育部”公布《大学令》,

明确大学院功能是“为研究学术之蕴奥”,大学院生

就读资格“为各科毕业生或试验有同等学力者”,毕
业的必要标准则是“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

述”[12]。组织定位功能与毕业标准皆以创新知识为

则,异于晚清《癸卯学制》兼重新知与新发明,受到了

德国研究生教育重视学术研究的影响。大学院是

1935年正式建制的研究院的雏形设想,相当于现在

组织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生院。大学院的设立是

我国近代大学“教学(人才培养)与科学研究”两大基

本职能在制度上的首次完备,是师生共同体研学相

长的研究生教育之肇始。
在这一政策的规范和指导下,数所知名大学建

立起多个研究机构,专注于高深学问的系统研究,并
开始逐步招生研究生。《大学令》中明确国立大学毕

业生“双证”制度,可授予毕业证书,称“学士”。其时

国立大学仅北京大学1所,直至1916年才有第一批

本科毕业生66人,1916-1927年之间毕业生总量

估计不足4千人[6]290。这些本科毕业生既是国家发

展和社会建设的人才,又为其时和其后30、40年代

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化的生源保障。由于

与《大学令》配套的“学位令”一直未能出台,学士以

上学位体制暂付阙如。北京大学最早于1912年设

立国学门研究所,“开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之先

河”,囿于思想准备和生源状况,并未同步启动正式

的研究生教育[13]。数年后北京大学于1917年招有

多名研究生,要求研究生“每一星期亦需到所讨论一

次”。[14]之后,北京高师于1920年开设教育研究科,
以研究生班的形式招生研究生;清华大学于1925年

成立研究院国学门,先后延聘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

任和陈寅恪为“四大导师”。[6]285-288 上海、广州等地

亦有大学以基层学术组织为主体自发式的研究生教

育实践。如1927年,中山大学第一次发布研究生招

生简章,并于次年春招得研究生6人①。不过因学

位制度尚未建立,教育部门又未对研究生教育有明

确的指导规则,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处于大学自

发摸索、自行管理、自由规划阶段。需要说明的是,
这一时期国外组织在国内设立的教会大学较早实施

研究生教育并授予学位,如震旦大学效仿法国学制,
建有秀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颁授制度;[15]② 东吴大学

1917年开始授予理学硕士学位;[16]圣约翰大学引

入美式研究院,系“研究生教育组织在我国国土上首

次以实体形式出现”。[17]

20世纪30年代政府逐步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的

顶层制度供给与实践指导,研究生教育的自由创新

式发展开始向统一的制度化模式转变。1934年5
月,《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》颁布;1935年4月

《学位授予法》颁布,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学士、硕士、
博士三级学位制,并规定硕士、博士学位候选人“均
需提出研究论文”。于是,学位制度和研究院的双重

制度、组织保障确立,形成了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发展

的基本制度环境,研究生教育实践亦开始步入稳定

发展的轨道。[18]同年6月,经教育部批准,国立清华

大学、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中山大学成为首批设立研

究院的三所高校。此后一年,教育部于1936年先后

批准国立中央大学、国立武汉大学、私立金陵大学、
私立岭南大学等8所大学设立研究院。[19]不到2年

的时间,全国设研究院大学合计达11所,国立大学

6所,私立大学5所,几乎平分秋色;同时地理位置

上看,亦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华北地区北京和天津、华
东地区上海和南京、华南地区广州、华中地区武汉等

当时几大主要城市。至此,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

制度得以定型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践。
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内学术共同体在借鉴国外

经验时既秉持开放心态又坚持实事求是,不唯从、盲
从西方知识权威与教育制度,坚持对科学创新与实

践真理的追求。1932年前后的一场“教授”与“博
士”之辩真实地反映出国内学术共同体在借鉴制度

中明辨真知的坚实立场。事件源于20世纪30年代

留法归国的医学博士、对进化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

罗广庭在国内提出并论证了一项据称具有“新意”的
理论发现“生物自然发生说”。1932年《科学》杂志

连续两期大篇幅刊载了罗文《生物自然发生之发

明》,借助显微镜技术,经过一系列实验设计,与检

验,论证生物最初起源于自然发生,并据以声称否定

了巴斯德的种子学说。随后引发了以朱洗教授等为

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公开批判和现场问答辩论,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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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大社会反响,影响波及学界、教育界与社会诸方

面。[20]这一事件在国内学术共同体中产生了重大影

响,对研究生教育发展亦有重要意义。既反映出当

时国人对留洋博士的某些误解、半解与不解,国内开

展博士生教育的条件与环境尚未成熟;也表明接受

西式高等教育的现代学者与新闻传媒之间存在着知

识价值与认知范式的冲突,中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转

型时期面临着剧烈而具体的第一次知识生产模式转

型。这场学术共同体对学术范式与真理标准的首次

规模宏大的“同行评议”表明,开放与创新的精神已

经在大学和师生中扎根,“实践”证据被认为是检验

真理与学说“创新”的最关键标准。

三、砥砺与结晶:研究生教育震荡

转型时期的文化原色

1937年至1949年是研究生教育震荡转型时

期,精神砥砺与智识结晶一起铸就了这一时期的文

化底色。师生们在前线的战火烽烟与后方的艰难困

苦中玉汝于成,砥砺爱国精神与科研意志,留下了丰

硕的科研成果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丰碑,谱写了一段

求学治学精神高地与新知新论成果高峰广为传颂的

高等教育史和研究生教育史。尤其是抗战中的西南

联大时期,涌现出一批垂范后世的学者,培育出大量

取得丰硕成就、对社会发展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

才。除了丰硕的专业成果和社会英才之外,凝结在

师生教学教育实践中的学者博大情怀与学生坚韧意

志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抗战期间,多所大学虽迁转校址,但在学校师生

艰苦努力和政府统筹下,研究生教育亦承续不辍。
除1937、1938两年因战争初期迁校,研究生数量大

幅下降之外,全国在校研究生总量保持增长趋势,且
较抗战前几十人而言,一直维持着数百人的较大规

模(表2)。[21]诚如有研究者1942年时所言“迨抗战

军兴,各大学迁徙靡定,少数研究所工作,不免因此

停止;嗣经政府于二十八年通盘筹划,近四年来之设

施情形,遂复蒸蒸日上,较之战前更行发达”。[13]

据官方统计资料记载,1943-1947年累计授予

硕士学位数量为232人;据各种资料估计,1935-
1949年的十四年间,毕业研究生总量在400人以

上。[6]302-303 授予硕士学位总量尚少,但在校研究生

数量却长年持续不断,研究院(所)的数量亦稳步增

加。1949年前,囿于条件所限,国民政府未实际组

织实施博士生教育和授予博士学位。[22]但另一方

面,在学位制度建立之前曾有国立大学尝试开展博

士研究生教育,授予过医学博士③。抗战期间,国
家、社会对高等教育与科研的需求更富实用性色彩,
强调教育为“抗战建国”服务,与建设、国防相关的工

业工程、医疗农业等研究与教育也得到倾斜性支持

与快速发展;再者,因远离沿海和核心城市,教师、研
究生开始频繁接触内陆现实。以上因素叠加起来使

得大学内科研和研究生教育价值取向发生转变,培
养模式与要求、课程设计与教学、师生关系与指导、
论文写作与科研等微观结构发生了更为本土化与实

践化的转变,西化色彩淡化,与中国本土现实的结合

更为紧密。有研究者指出“尤其是抗日战争前,中国

大学课程西化严重”。[23]抗战以后这种风气减弱,不
少课程与研究或以实践需求为纲领,或增加了厚实

的在地化元素。如国立中山大学在云南省澄江办学

的两年(1939-1940年)间,“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

生……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对大凉山彝族进行调查,
由研究院将资料整理出版”。[24]

表2 全国研究生、研究所数量(1935-1947) 单位:人,个

年度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
在校研究生 / 75 20 13 144 284 333 288 410 422 464 319 424

研究所 15 22 18 23 30 30 36 45 42 49 49 51 /

  资料来源:蒋致远主编:《中华民国教育年鉴》(第二次第二册),台中:宗青图书公司,1991年,第84-85页;《中华民国教育年鉴》(第二次

第四册),台中:宗青图书公司,1991年,第11页。

  这一阶段,虽受战火掣肘,时局多变,但随着学

位条例的颁布和研究生院制度的实施,研究生教育

制度已渐趋成熟,研究生教育在困境中平稳发展。
国际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度框架设计基本完备,研究

院组织章程依法制定、施行———在基本制度规范与

指引下,研究生教育实践亦从个别院校自发行为,步
入到国家统筹规划的发展轨道,研究生培养、毕业和

日常工作有章可依、循序开展。同时,研究生招生规

模、招生单位数量逐步扩大,研究生教育开展机构从

少数大学拓展到一般性的公立、私立大学,并从几座

重点城市扩大到内陆城市、边远地区。再者,研究生

教育获得了与中国广袤大地亲密接触的机会,师生

开始自觉关注社会进程和本土需求。此外,随着中

央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,大学中的研究院

逐步完成角色和功能转型,从以科研活动为主转为

“以培养研究生为主,由教授开设各种研究项目,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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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毕业生以深造机会”。[25]

自我砥砺与追求真理是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发

展一体两面。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开始丰富化,与之

前较为单一的教学与科研功能比较,师生的共同研

究中加入了较为浓重的文化传承色彩,并自觉地服

务国家需求与战争后方的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

展。抗战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的发展,促进了现代学

术体系的稳定与初步成型,也藉由专业声望产生的

专业技术力量和公共影响力,影响到国家公器之运

转和整个国家的现代转型。

四、调合与坚守:研究生教育策略

转折时期的文化气色

新中国建立以来研究生教育的70年发展历程

可以分为策略性转折(1949-1976年)与战略性发

展(1977年至今)两大阶段。1949年至1976年是研

究生教育发展的策略转折时期,策略性坚守与艰难

传承一起撑起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气色。新中国成立

以后,政府全面接管了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,从
高等教育性质与使命、管理体制、大学层类与功能、
学校与学科布局调整和教育教学模式等方面对高等

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与改革。在非常短的时间

内,“高等学校从学校布局、学科专业设置、干部与教

师调配,到招生、培养至毕业分配,统统纳入国家

计划体制”。[26]研究生教育同样发生了全面的调整

改革,在当时国际形势与国内实际情况的限制与影

响下,新的教育实践模式与教育内在发展力量之间

经历了大幅度、强力度和深层次的磨合适应。在经

历整体大调整的同时也发生着局部的策略性调整,
出现过多次调合国家刚性实践需求与研究生教育特

性需要的努力尝试,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

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推动研究生教育有效发展,教育

界人士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坚守。
与政治社会重视“苏联经验”的时代基调和高等

教育管理体制选择“苏联模式”大背景相一致,[27]建
国初期研究生教育主要受到苏联制度的影响,有较

明显的集中性统一色彩。两份20世纪50年代的政

策文件分别涉及了副博士学位研究生、研究生培养

和高校教育质量问题,显示出国家对研究生教育质

量的关注点在于高校师资队伍的培养,并尝试借鉴

苏联模式推行副博士学位制度。其中《1956年高等

学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》中注明“副博士”
是暂用名称,这既是受苏联学制、学位体系的影响,
也表明是否建立学位制度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妥

协。另外一份政策规定是1959年《国务院关于高等

学校师資的补充、培养和調配問題的規定》,则论及

教育质量、高校师资和研究生培养三者之间的关系,
认为“师资的补充、培养和调配问题,是发展高等教

育事业和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”,同时

“在国内外培养研究生和组织教师进修,是培养和提

高高等学校师资的一种有效的办法”。意味着培养

研究生可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,这反映出当时高等

教育的客观需求和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阶段性功能

定位,与当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是提高研

究生培养质量的逻辑明显不同。
此外,1953年高等教育部发布了第一个研究生

教育的专门法令《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(草
案)》,明确了培养“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”的教育目

的,确立了研究生培养模式与毕业制度,形成了新中

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基本模式[28]。该“暂行办法”主
要借鉴苏联教育制度,将研究生分为学制二至三年

的师资研究生与学制四年的副博士研究生(后改成

四年制研究生)。这种分类方式模仿苏联模式,忽略

了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传统,但又混合着研究生教育

分层思想,刻意回避博士研究生教育,造成了概念混

淆。此后,1961年9月批准试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(草案)》(简称高

校六十条),特意消除苏制影响,取消了四年制研究

生。同时根据实践需求,将研究生教育主要视为教

师进修与师资储备教育,规定教师进修型研究生学

制3年,在职研究生学制5年。这一阶段,研究生教

育制度随着政治环境变迁,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理念

反复和定位漂移。
另一方面,根据社会建设事业和人才培养需要,

为促进研究生教育稳定与发展,中共中央曾计划实

施学位制度,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、60年代后期作

出三次努力,尝试起草与制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

条例(草案)》[29]。1954年3月,中共中央在对中国

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学位制度和科研奖励

制度对新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性,并责成科学

院和高等教育部提出逐步建立这种制度的方法。随

后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学位制度的指示,国务院组织

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(草案)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和学衔委员会组织条例》(草
案)等多个条例草案。然而由于1957年反右运动开

始,第一次努力被迫停止。随着三年“大跃进”的结

束,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在稳步调整中逐

渐恢复活力,高等教育也在调整中重新步入平稳发

展的轨道。1963年时,在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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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聂荣臻主持下,由学位、学衔和研究生小组重新

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(草案)》。不

过此次为建立学位制度所做的工作,因视学位为资

产阶级特权的“左”的指导思想影响,再次功亏一篑。
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开展了第三次

学位立法的尝试,主要是拟针对外国留学生的需求

而授予学位,高等教育部拟定了《关于授予外国留学

生学位试行办法》,因文革旋至而未及通行[6]321。之

后学位制度建设成了讨论“禁区”,无人提及。由于

政治因素与价值认知影响,认为学位制度是资产阶

级特有的现象和特权制度,与人民大众需求脱节,三
次尝试均无果而终。不过正是因为这一时期“若干

次建立学位制度的立法研究和论证基础”,改革开放

后新中国教育的第一部正式立法便是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条例》。[30]

建国后30年的时间内,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整与

变革主导了教育发展的大趋势,局部的策略性调整

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,学位制度转型屡次努力未果;
研究生教育规模始终在低位震荡徘徊,发展缓慢曲

折。然而无论是1966年以前或之后,虽囿于种种客

观因素限制,政府和教育界的部分人士都在因地制

宜地努力推进研究生教育的策略性调整与发展,这
也体现出研究生教育文化中求真与坚忍不拔的品

性,与抗战时期的文化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。

五、传承与探新:研究生教育战略

发展时期的文化成色
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进入战略发展

时期,深扎大地与枝叶繁茂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形

象显示出这一时期 “神”“形”合一、传承与创新有

机融合的文化成色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研究

生教育在发展规模、治理模式、高水平大学建设、
支撑国家创新发展、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重

大成就,[31]且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愿景

逐渐得以确立,[32]坚定制度与文化自信是进一步

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、实现研究生教育由大到强

的关键一环。
一方面,改革开放以来,研究生教育扎根中国大

地,汲取传统教育文化的养分,借鉴各国制度经验的

得失,从改革发展文化、竞争合作文化、质量文化与

范式文化四个维度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现代研究

生教育文化。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恢复研究生招

生的基础上快速发展,学位制度和研究生院制度的

先后实施则是其初步成熟的标志。作为组织和制度

的研究生院,既是研究生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应

然需求,又是推动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直接动

力。而究其实质,研究生院横向可推延至承担类似

职能的科研单位中的相应机构,纵向可追溯至清末

以来的研究生教育组织形式。无论在哪一个阶段,
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与规范文化一直是推动国内研

究生教育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。学位制度与研究生

院制度是在学习西方成熟教育体制,借鉴国内历史

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和施行的,是中国研究生教

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自然需求,也标志着中国研

究生教育初步进入制度文化的成熟期。
另一方面,研究生教育文化源流“根深”的表现

有三个维度:第一,植根中国大地,响应国家重大需

求与社会发展需要,深入城乡建设的现实场景,高等

院校与科研机构、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等多元培养

单位协作互补,初步建立了硕士与博士、学术型与专

业学位等层类结构协调发展的研究生教育体系;第
二,研究生教育制度理念与文化价值一脉相承,传承

与吸收近代以来的研究生教育文化渊源和优秀的中

国传统教育文化精髓;第三,面向世界开展深度与可

持续的国际交流合作,建立了全要素、全方位和全过

程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立体系统。研究生教

育文化“叶茂”的表现亦有三方面:首先,研究生教育

规模稳步发展,为适龄青年提供了相对充足和成本

可负担的国家学制系统的最高层次教育,积累了一

定基准的国际公信力;其次,研究生教育机会、培养

资源与就业空间分布较为均衡,各类家庭背景的研

究生均可公平公开地获取优质教育资源,产生了一

定程度的国际感召力;再者,在读研究生成为科研创

新工作的生力军,培养的硕士与博士活跃在科研创

新与社会发展前沿,如“长江学者”等国家级人才中

绝大多数有博士学位,其中大部分又是本土培养的

博士,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国际影响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,我国博士生与硕士生中女性占

比持续增长,当前已经到达引发结构性与实质性变

革的转折点。根据全国第五次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

据,2000、2010年时研究生人口中男女生比例分别

为100∶43.2、100∶76.0。根据新近的统计数据,
在校女研究生占比逐年接近并超过男性,2016年在

校女研究生超过100万人,占全部研究生的比例首

次超过一半,达50.6%。[33]而同年招生录取的女研

究生为35.5万人,占比更高,达53.2%;其中硕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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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层次中女性占比为54.8%,博士生层次中占比

41.0%。[34]作为对比,美国女性目前在研究生教育

各层类的学位授予数量中均占比过半,超过男性,并
连年持续占据优势地位。根据美国教育部2010年

发布的数据,女性最早取得过半比例是硕士学位(始
于1985-1986学年度),随后是博士学位(始于

2006-2007学年度),最后是第一职业学位(始于

2015-2016学年度,预测值)。另据美国教育部

2018年数据,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2014-2015学

年比2001-2002学年增加了64%,预计2026-
2027学年将比2014-2015学年再增加17%,这两

项数据均远高于男性(35%、8%);相应地预计到

2026年,美国女性在获取博士学位方面所占优势一

直呈现扩大趋势。[35]中国女性研究生在入学规模上

的优势更明显,在校研究生中女性的比例优势很可

能会进一步维持和加强。女性获得研究生教育的绝

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快速增加,研究生教育的人口

结构明显均衡优化,性别差异大幅度缩减弥合。中

国女性在国际通行的最高层次教育中表现出色,为
其获得高质量就业职位与职业发展、可选择的国内

与国际流动机会和更有厚度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

基础,这是我国在推进世界教育公平方面作出的巨

大贡献。同时也对研究生招考、培养与日常管理等

全链条的教育体制提出了考验,高校等各方应积极

地为女性占多数的硕士、博士生教育作出更充分的

准备与改变,避免与消弭性别规避的态度、行为、惯
习或制度。

同时也应该看到,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结构

与功能改革仍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虽然面临资源限制、教育质量保障和生源流动与国

际竞争等多方面压力,从与美国等研究生教育强国

的国际比较(表3)与国家未来发展角度看,仍需从

规模上适度加快研究生教育发展。以2010年人口

普查为例,中国受研究生教育人口总数413.9万,其
中接受过完整博士层次研究生教育的仅30余万,远
低于美国同年的数值1846万和589万(含博士教育

279.3万、第一职业教育309.7万)。国家对博士生

教育的总体投入不断提高,支撑条件在稳步改善,而
国内各类就业市场(一二级学术劳动力市场和非学

术劳动力市场)对“博士毕业生的需求均尚未满

足”,[36]博士生教育的定位应“从单纯地培养学者转

向培养社会各界的领袖和精英”[37]。
表3 中美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情况④

年份

在读研究生数
研究生

招生数
授予硕士学位数 授予博士学位数

国民中受过

研究生教育的人数
研究生培养单位数

中国 美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
中国

其中高校
美国

1978 10934
1322500
(1976)

10700
9

(毕业)
305200 N/A 95600 / /

370
(208)

/

1983 37166
1343700
(1984)

15800 4479 291100 19 100800 / /
680
(345)

/

1993 106771 1981700 41900 24100 393000 2114 112600 / / / /

2003 651260 2426600 268900 92300 564300 18800 126100
88.4万

(2000)
1500万

(2000)
720
(407)

915

2008 1283046 2737100 446500 301100 662000 43700 154600 / /
796
(479)

875

2013 1793953 2900900 619500 465000 754600 53100 177600
413.9万

(2010)
1846万

(2010)
830
(548)

984

2017 2639561 3005000 890000 520000 814000 58000 183000 / /
815
(578)

1070

  数据来源:中国数据根据历年《中国统计年鉴》《中国教育年鉴》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》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和第五次、第六次人口

普查数据等资料整理;美国数据根据美国教育部官方统计信息(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.Digestofeducationstatistics,2018;

https://nces.ed.gov/programs/digest/2018menu_tables.asp )、美 国 商 务 部 统 计 局 2000 年 与 2010 年 人 口 普 查 数 据(https://www.

commerce.gov/data-and-reports/population-statistics)等整理。

  再以2017年情况为例,中美授予硕士学位数量

之比约为46∶100,传统意义上的博士学位(美国数

据不含第一职业学位)授予数量比约为57∶100;双
方在读研究生规模更为接近,约为88∶100;此外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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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美国硕士生学制灵活与注册机制的差异性(美
国研究生就读过程中的流失率较高、注册率较低),
当年授予硕士与博士学位数占在读研究生数的比值

33.2%明显高于中国的21.9%。中国研究生培养

单位分高校与科研机构两大类,2017年前者占总量

的70%(历年最高比例);美国研究生培养单位均为

高等学校,数量远高于中国,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。
从全球范围来看,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仅次于美国,
与美国在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和在校研究生规

模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,但在授予机构数量与种类、
国 民 中 受 过 研 究 生 教 育 人 数 方 面 仍 存 在 较 大

差距。[38]

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

上指出,“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

的重要标志”。[1]这一论断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

的重大理论新发展,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明

了基本方向。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办学规模已稳居

世界第二位,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,与第一位美国的

整体差距还在不断缩小中。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既

对质量和效益增长提出新要求,也对制度与文化建

设带来新考验。从大学职能发展演变史的角度看,
文化传承与创新亦是大学多元功能中的重要一方

面。[39]根深叶茂者,既得益于在传承中锐意改革的

研究生教育发展价值观,又得益于在改革中回溯传

承的教育文化理念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研究生教

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,唯有在传承

与创新中形成具有本土智慧、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

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与文化,才能在研究生教育

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找到制度自觉与文化自信这一

内生性“定海神针”。

注释:

① 见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概览(1930)》《国立中山大

学一览》,均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馆。

② 该校学制仿效法国,预科3年得秀士,专科2-3年得硕

士,特科2-4年得博士,“硕士”学位有特别之处,且硕

士、博士学位得到法国相当而非完全之认可。

③ 1933年同济医学院毕业生罗荣勋,凭借一篇优秀的学位

论文获取中山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见:《本校毕业同学罗

荣勋君荣得医学博士学位》,载于《同济医学季刊》,1933
年第3卷第2期。

④ 注:1.美国招生与授予学位数按学年度统计,如2017年

对应数据为2017-2018学年;2.美国博士学位包括哲学

博士学位(Ph.D.,相当于国内学术型博士)、专业博士学

位(Ed.D.等)和第一职业学位(医学博士 M.D.、口腔医

学博士D.D.S.和法律学位等)三大类别,其中第一职业

学位数量占博士学位总量的一半以上;3.美国“研究生培

养单位数”指当年授予至少20个(2003年及之前)或50
个(2008年及以后)硕士学位的高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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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urMajorCulturalHeadstream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stitutionalDevelopmentinChina

QIXinghua
(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,ZhongkaiUniversityofAgricultureandEngineering,Guangzhou510200)

Abstract: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stemmedfromtheearly20thcentury,theideacollisionandexchangesof
educationalvaluesbetweenChinaandthe WestresultedinChineselearningfromthe Westerninstitutionalpostgraduate
educationsystem,andtheearlysystemdesigninitiatedthepracticalexplorat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.Inthe
interactionprocessfocusingonvalues,systemsandpracticesinthepastmorethan100years,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
Chinahaslivedsuccessivelyfourstages,namely,initialsystemcreation,war-periodtransformation,tacticsadjustment,and
strategicdevelopment.Atthesametime,thevirtue-truthintegrationbecomestheessentialculturecolorofthepostgraduate
education.FacilitatedbyeducationalandculturalexchangesbetweenChinaandtheWest,thetrendofstudyingabroadinthe
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,andtheopeningupofChinaandinnovationlaiddownthebottomcultural
color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duringtheinitialsystemcreationperiod.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
Aggressionandtheretreattoruralareas,itwastheenduranceandhard-earnachievementsthatforgedtheprimarycultural
color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nthewar-periodtransformation.Inviewoftheoverallpoliticalandeconomicsituationat
homeandabroadinthenewChina,adjustmentandpersistenceshowedthecoloroftheculturalappearanceofthepostgraduate
educationduringthestaticstransitionperiod.Instepwiththeimplementationofthebasicstatepolicyofopeningupandreform
andthecentenarygoals,theflourishingdevelopment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showcasestheencouragingculturalcolor
thereofinthestrategicdevelopmentperiod.
Keywords:postgraduateeducation;institutionaldevelopment;virtue-truthintegration;culturalheadstre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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